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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采取了在社会网络领域长久被忽视的阶层分析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通过对2000年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资料的定量分析，我们发现，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网络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前者的关系种类比后者更多元化。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拥有更明显的“结构洞”社会资本，前两个阶层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低于后者。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社会网络在性别、年龄和职业异质性方面高于工人阶层。总之，占据高层阶层位置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比工人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之间，可能与中国阶层结构的不充分分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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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Social Class on Social Capital of Networks in Urb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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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imed at exploring in what ways and to what extent class position affect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lass analysis. Based on a large-scal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Beijing,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a random sample of 1,004 adult residents. Our central hypothesis is: social classes differ in ego-centered social capital of networks. The major findings are in three aspects: first, professionals and administrators (PAs) maintain relatively larger network size and more kinds of role relationship than working class people. Second, PAs and white collars have more have prominent social capital of structural holes superior to working class. Third, compared with the workers, PAs have higher social heterogeneity in gender, age and occupation index . In conclusion, PAs have more abundant social capital of networks than workers. The above findings reveals the insufficient differentiation of class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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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与文献评述

本文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分析当代中国城市各阶层的社会网络资本，研究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可能影响。本研究将涉及到以下具体问题：不同阶层的成员在社会网络的规模、关系种类、交往频率和异质性等网络结构特征方面是否存在着差别？如果存在，那么，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将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结构的机会与限制理论，解释阶层地位对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可能作用。

也许与社会网络分析者所倡导的“反对类别分析”的坚定立场有关(Wellman，1988:19-61；Scott，2000)，也许同阶级阶层研究者忽视社会网络分析者的研究成果相联系，从阶级阶层的视角分析人们的社会网络结构，或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的成果并不多见。在西方社会学家的几项相关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将朋友网络作为其焦点。例如戈德索普（Goldthorpe，1987：152-182）对1972年英国社会流动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亲属在工人阶级的交往模式中发挥着比在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中更大的作用；在休闲网络的规模方面，各阶级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虽然各阶级的朋友规模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是与朋友的关系维持时间则基本一致。在休闲网络中，工人阶级的网络成员之间彼此认识的比例高于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前者为77%，后者仅为35%），但是，在朋友网络中，成员之间彼此认识的比例却恰好相反（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的比例是39%，工人阶级是17%）。因此，在选择休闲伙伴和维持朋友关系两个方面，工人阶级不可能建立更广泛的、更松散的联系网络（Goldthorpe，1987:180-184）。范·德·普尔(van der Poel，1993：71)对荷兰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发现，服务阶级(service class)、小业主的网络规模大于常规非体力劳动者和工人阶级，但是各阶级之间在亲属关系比例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差别。总之，各阶级之间网络规模的差别主要表现在非亲属关系方面。

在华人社会，熊瑞梅等(1992)较早涉及到阶级阶层对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这个主题。她对台湾小资本阶级社会资源状况的研究发现，由雇主和自营作业者构成的小资本阶级，在创业时所触及的社会资源地位总和，与其他受雇者相比，拥有较丰富较有价值的资源，且拥有较多老板级的关系。换言之，小资本阶级比受雇阶级拥有较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

边燕杰及其同事(边燕杰、李煜，2000)最近运用定位方法（position generator）从社会分层的视角研究了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和关系资本。他们的研究发现是，按照网络规模、网络差异和网络密度等指标来测量，具有网络优势的阶层依次是经济专业人员、管理人员、行政文秘人员、私营业主和文化专业人员，没有网络优势的是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和个体户。受赖特(Wright, 1997)影响，边燕杰（2004）在其最新研究中按照产权、管理权和专业技能三个标准将城市居民分为行政领导、经理、专业技术、办事人员、技术工人、雇主、自雇和非技术工人8个阶层。通过对1999年中国5城市社会网络调查资料的定量分析，他揭示了行政领导、经理和专业技术阶层的社会资本总量高于非技术工人，其次是办事人员和技术工人，社会资本总量最低的是雇主、自雇者和非技术工人。前三个阶层拥有相对优势的社会网络资本。行政领导阶层的网络规模、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关系均明显高于非技术工人阶层。相反，雇主和自雇阶层则缺乏网络优势，虽然他们的网络规模大于非技术工人，但是其网顶低、网差小，尤其缺乏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联系，这是雇主和自雇阶层社会资本总量不高的根本原因。上述结果说明，阶层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社会资本总量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

综观上述有关阶级阶层与社会网络的理论模型与经验研究，有几个特点，第一，有关阶级阶层对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影响的发现并不完全一致，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第二，多数研究是针对关系较密切的朋友网络进行的。针对网络密度较高和规模较小的朋友网络的研究发现，在以其他提名问题（name generator，如“重要问题讨论网”、“社会支持网”、“信息传播网络”和“求职网”等）等为主题的社会网络研究中，不一定能够得出相似的结论；第三，阶级阶层与个人或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关系是一个受到忽视的重要领域，关于华人社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尤其如此。
二、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
㈠研究假设

概述以往关于个人社会网络研究与阶级阶层地位分析的文献以及上面的研究架构，我们认为，人们的社会网络结构取决于其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后者又决定于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而阶层地位是人们社会经济特征的综合反映，表现为不同阶层的成员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不同的位置。这些高低不等的阶层结构位置直接影响了社会成员在拥有财富、地位和社会声望等个人资源方面的不平等，后者进而构成了其社会交往的机会或限制，或是成为其社会交往的成本或代价，最终表现在不同阶层的成员在拥有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亦即本文所研究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我们的中心假设是：占据不同阶层位置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根据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不充分分化的现状，我们预测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阶层结构的两极。我们的具体研究假设如下：

⒈社会网络资本的差异性假设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Lin，1982:13-145，2001），在一个分层的社会结构中，越是位居或接近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社会成员，其控制和涉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越强。因此，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位居上层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将比位居下层的工人拥有较大的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位于中间阶层的普通白领和小雇主则与工人的差别不大。

⒉“结构洞”的社会资本及交往频率假设
根据博特的“结构洞”命题，社会网络规模与交往频率呈现负相关关系，与网络中的“结构洞”社会资本正相关（Burt，2001:31-56）。因此，我们预测：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交往频率更低，但是前者网络中陌生成员的规模更小。

⒊网络异质性假设
与假设1相联系，社会网络资本相对丰富的阶层，其网络构成也往往表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因此，我们假定，按照性别、年龄、教育和职业等异质性指标来测量，专业行政管理人员的社会网络资本将比工人阶层更丰富。

㈡资料来源和抽样设计
 本文的资料来自2000年7-8月在北京城市地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抽样步骤如下：第一，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简称PPS）从北京市中心和近郊8个区抽取12个街道作为初级抽样单位（PSU）。第二，根据PPS方法从每个被抽中的街道选取4个居民委员会。第三，从被抽中的48个居委会中按照简单随机原则获得1677个住宅地址作为调查样本。第四，从被选中的住宅中按照随机数表选择被访户。在选定的被访户中，由访问员按照基什网格法（Kish Grid）选择合适的被访者，最终成功访问了1004位18岁以上的在职或退休的城市居民。除了年龄分布以外，样本和总体在性别、婚姻状况、教育、职业和工作单位所有制等指标的分布比较接近，说明本次调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

㈢主要指标的操作化测量

社会网络：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的提名问题（name generator）直接取自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中的一个问题：“大多数人时常会和他人讨论重要的问题。在过去半年内，你和谁讨论过对你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呢？”（Burt，1984）为了与国内外同类研究进行比较，该调查沿袭了最多提名5名讨论网成员的惯例。除了询问被访者与每个被提名的讨论网成员的关系密切程度、关系类别、认识时间和交往频率以外，还追问了每位讨论网成员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职业等资料。

⒈依变项：社会网络的结构指标

⑴网络规模(size of network)指的是与自我（ego，即被访者）在过去半年讨论过重要问题的总人数，幷不仅仅限于自我所提到的前5个讨论网成员的人数。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还分别测量了亲属网络的规模和非亲属网络的规模。 

⑵与网络规模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关系种类（numbers of role relationship）。相关的研究从未涉及关系种类的分析，本研究首次对社会网络的关系种类进行了探索。我们首先将角色关系归类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他亲属、同事、同学、邻居、好友、普通朋友和其他非亲属11种，然后测量自我提到的关系种类，在计算中排除了关系重迭的个案。我们还进一步测量了亲属关系种类和非亲属关系种类。

⑶陌生成员的规模（numbers of strangers in alters）和交往频率（frequency of contact）。陌生成员的规模用社会网络中彼此之间不认识的成员的总人数来测量。这个指标对博特（Burt，1992）的“结构洞”概念进行了操作化。交往频率指自我与网络成员讨论重要问题的频繁程度。原始问卷将自我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分为“每日”、“每星期至少一次”、“每月至少一次”和“少于每月一次”以及“不一定”几个类别。本文的交往频率以自我与网络成员每日交往在整个网络中所占的百分比来测量。

⑷异质性(heterogeneity) 指的是一个社会网络中全体成员(不包括自我)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分布状况。性别异质性和职业异质性按照异质性指数（index of qualitative variation，简称IQV）的标准公式计算（Marsden，1987；阮丹青等，1990；Ruan， 1993；李沛良，2001：53）。年龄和教育异质性由网络成员间的年龄和接受正规教育年限的标准差来表示，标准差越大，说明讨论网成员的异质性越强。在异质性的计算中，排除了网络规模小于2的个案（Marsden，1987）。

⒉自变项
阶层地位，结合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的阶层分类和社会分层标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结合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人们在正式组织中的权威关系、所掌握的专业技能以及教育获得、收入等指标（Goldthorpe，1987；Wright，1997；陆学艺主编，2002），笔者初步将中国城市居民划分为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小雇主、普通白领和工人4个阶层（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在938名有效被访者中，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占32.8%，小雇主阶层占3.8%，普通白领阶层占16.1%，工人阶层占47.2%。在回归分析中，将阶层变项编码为4个虚拟变项(dummy variable)，以工人阶层作为参考类别。

⒊控制变项
我们在分析中将性别、年龄、婚姻地位作为控制变项，以考察阶层地位对于网络结构特征的独立影响。在其他分析中，研究者有时将网络密度和亲属比例作为依变项（Ruan，1993:45-47和表3.6），有时又将其作为控制变项探讨社会人口特征对网络结构指标的独立影响（Marsden，1987）。为了研究阶层地位对于网络结构特征的独立解释力，我们在量化分析中也将这两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项纳入回归方程。以往的研究发现，社会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地位等）对人们的社会网络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Laumann，1966，1973； Fischer，1982；van der Poel，1993；Ruan，1993）。同时，相关的研究也表明，网络规模和亲属关系比例对于交往频率、网络密度与网络异质性等网络结构特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uan，1993）因此，为了检验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结构的独特影响，在具体的分析模型里，我们均把性别、年龄、婚姻地位、网络规模、亲属比例等变项作为控制变项引入回归方程。
三、研究结果与发现
㈠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

在表1网络规模对社会人口特征和阶层地位的回归分析中，我们首先将自我的社会人口特征—性别、婚姻状况、年龄①和亲属关系比例引入回归方程，然后将阶层地位变项引入回归方程，以期发现阶层地位对网络规模影响的独特解释力。另外，由于有约1%的被访者提到了10-50个讨论网成员，为了使各自变项与因变项（网络规模）之间的关系更好地拟合线性分布，我们对网络规模变项经过对数转换以后再引入OLS回归模型（李沛良, 2001∶262-263）。 

从表1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婚姻状况和年龄以后，阶层地位对于讨论网总体规模的影响仍然相当显著。统计结果显示，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讨论网规模是工人阶层的1.24倍（e.217=1.24, P<.05），即前者的平均网络规模比后者大24%。白领和小雇主阶层的平均网络规模虽然分别小于和大于工人阶层，但是在统计上并不具有显著的意义。上述结果说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平均网络规模显著大于工人阶层。从表2模型2的结果可以发现，虽然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平均亲属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小雇主的平均亲属规模小于工人阶层，但是这些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个结果表明，各阶层之间在讨论网的亲属规模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从表2模型3的结果可以看到，专业行政管理阶层讨论网中的非亲属规模比工人阶层多0.298人（P<.05）。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的非亲属规模虽然小于工人阶层，但是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的意义（见表1）。
表1 



      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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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数项
	1.347**

(.531)
	1.350**
(.453)
	1.617**
(.607)
	2.180***
(.368)
	.797*

(.357)
	1.342***
(.388)

	R2
	.015
	.024
	.019
	.029
	.022
	.035

	N
	934             935
	935          935          
	935             935     


系数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P<.10, *P<.05，** P<.01， P***<.001（单侧检验）

⒈参考类别为未婚者和离婚、分居及丧偶者。

⒉参考类别为工人阶层。
表1模型4-6关于关系种类回归分析的结果与模型1-3类似。从模型4可以看到，在控制了性别、婚姻状况和年龄以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关系种类平均比工人阶层多0.291种（P<.001），白领阶层平均比工人阶层多0.152种（P<.10）。小雇主阶层虽然平均比工人阶层少0.083种，但是却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这个结果说明，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讨论网中的关系种类更多元化。模型5的结果显示，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亲属关系种类多于工人阶层，小雇主阶层的亲属关系种类少于工人阶层，但是这些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说明各阶层在讨论网的关系种类上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从模型6的结果可以发现，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非亲属关系种类平均比工人阶层多0.25种（P<.001）。白领阶层的非亲属关系种类多于工人阶层，小雇主阶层的非亲属关系种类少于工人阶层，但是后两项结果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这个结果说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讨论网中的非亲属关系种类较工人阶层更多元化。表1的结果验证了假设1的预测。
㈡“结构洞”与交往频率

表2模型1关于讨论网中陌生成员规模对阶层地位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分别比工人阶层的陌生成员规模多0.34人（P<.001）、0.18人（P<.10）和0.29人。即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讨论网中陌生成员的规模显著大于工人阶层。该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R2）达到12.8%，颇具解释力。

从表2模型2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与网络成员每日交往的比例分别比工人阶层低29.9%（P<.05）和13.5%（P<.10）。小雇主与网络成员每日交往的比例虽然比工人阶层高1.9%，但是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见表2）。表2的两项结果支持了假设2的预测（见表2）。
表2  陌生成员规模和交往频率的回归分析

	
	陌生成员的规模

（1）
	每日交往的%

（2）

	
	
	

	男性
	.027(.093)
	-.299(.087) ***

	已婚者
	-.025(.151)
	-.063(.141)

	年龄
	.014(.023)
	.016(.021)

	
	
	

	网络规模
	.120(.017) ***
	-.081(.015) ***

	亲属比例
	-.006(.001) ***
	.002(.000)*

	
	
	

	
	
	

	阶层地位
	
	

	 专业行政管理
	.344(.105)***
	-.299(.098)**

	 普通白领
	.176 (.134) ！
	-.135(.125)！

	 小雇主
	.295(.239)
	.019(.222)

	
	
	

	常数项
	.148(.530)
	.954(.494)*

	R2
	.128
	.053

	N
	905
	905


系数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P<.10, *P<.05，** P<.01， P***<.001（单侧检验）

⒈参考类别为未婚者和离婚、分居及丧偶者。

⒉参考类别为工人阶层。
㈢网络异质性

表3模型1是阶层地位及社会人口特征对网络成员性别异质性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性别异质性分别比工人阶层高14.4%（P<.001）和10.1%（P<.01）。小雇主阶层虽然比工人阶层的性别异质性高出0.9个百分点，但是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该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达到18.3%，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见表3）。
表3 




网络异质性的回归分析

	
	性 别

  （1）
	   年 龄

 （2）
	教 育

（3）
	职 业

（4）

	
	
	
	
	

	男性
	-.035(.028)
	.042(.437)
	.005(.129)*
	-.041(.029) ！

	已婚者1
	.037(.046)
	.101(.710)
	.094(.207)
	-.014(.048)

	年龄
	-.008(.007)
	.017(.108)
	.005(.031)*
	.004(.007)

	
	
	
	
	

	网络规模
	.016(.005)***
	.280(.077)***
	.110(.023)***
	.026(.005)***

	亲属比例
	.004(.000)***
	.097(.005)***
	.013(.002)***
	.00012(.000)

	
	
	
	
	

	阶层地位2
	
	
	
	

	  专业行政管理
	.144(.032)***
	.916(.492)*
	-.247(.145)*
	.072(.033)*

	  普通白领
	.101(.041)**
	.759(.631)
	.222(.185)
	.060(.042)！

	  小雇主
	.009(.073)
	-.449(1.146)
	-.286(.331)
	.104(.075)！

	
	
	
	
	

	常数项
	.347(.162)*
	1.575(2.479)
	.148(.726)
	.435(.167)**

	R2
	.183
	.303
	.130
	.059

	N
	905             896
	      887            905


系数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P<.10, *P<.05，** P<.01， P***<.001（单侧检验）
⒈参考类别为未婚者和离婚、分居及丧偶者。

⒉参考类别为工人阶层。
从表3模型2的结果可以发现，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的年龄异质性高0.92年（P<.05）。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的年龄异质性高0.76年，小雇主阶层则比工人阶层的年龄异质性低0.45年，后两项结果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该结果显示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年龄异质性高于工人阶层。该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达28.9%，说明该模型的解释力相当强。

表3模型3的结果表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教育异质性比工人阶层低0.25年（P<.05）。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的教育异质性高0.22年，小雇主阶层比工人阶层的教育异质性低0.29年，但是后两项结果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该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达13%，说明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

表 3模型4报告的是阶层地位影响职业异质性的回归分析结果。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的职业异质性分别比工人阶层高7.2%（P<.01）、6%（P<.10）和10.4（P<.10）。该模型的解释力达到5.9%。如果按照性别、年龄和职业等指标来测量网络异质性，那么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明显比工人阶层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除教育异质性以外，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性别、年龄和职业异质性指数均高于工人阶层，这个结果基本上证实了假设3的预测（见表3）。



四、结论与讨论
本部分将从理论上对阶层地位影响网络规模、关系种类、陌生成员规模、交往频率和网络异质性等网络结构特征的发现进行总结和讨论。

㈠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

通过阶层地位影响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的实证分析，我们的主要发现和结论可以概括为：⒈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非亲属规模和非亲属关系种类大于工人阶层。⒉各阶层之间在亲属规模、亲属关系种类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结果呢？网络规模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多次被用作测量人们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丰富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往的研究揭示，无论是在工具性网络还是情感性网络中，规模越大预示着社会资本越丰富（Fischer，1982；Wellman，1979；van der Poel，1993）。根据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Blau，1977）和社会资本理论(Lin,1982:131-145,2001)交往机会受到人们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所占据的高低不同的阶层位置的限制。在我们的分析中，处在较高阶层位置的成员即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成员，由于其在阶层结构的等级制中位居最上层，无论是与相同阶层地位或较低阶层地位的成员的接触机会均明显多于其他阶层的成员。同时，处在上层地位的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成员，由于占据着优势的结构位置，在社会交往中所遇到的障碍或限制相对较少；而处在较低结构位置上的工人阶层，其交往机会少于其他阶层的成员，所受到的限制和约束相对较多。这种交往机会与限制的交互作用，造成了占据上层地位的专业行政管理成员同处在较低阶层地位的工人阶层相比，自然拥有较大的网络规模和较多元化的角色关系种类。

处于中间结构位置的小雇主，是当代中国一个正处于创业和爬升阶段的阶层，他们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中处于一种矛盾的模糊位置，借用赖特（Wright,1978）的说法，他们处在一种“矛盾的阶级位置”上。同工人阶层相比，他们拥有支配生产资料和雇佣他人劳动的权力。同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相比，他们控制经济资源、文化技术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的能力又相对较弱。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他们只能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以及享有种种优惠政策的外资企业的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小雇主的来源比较复杂，既有原来的农民和城市无业、待业者（包括1980年代中后期返城的原下乡知青），也有改革开放以后下海经商的原国家干部、国有企业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第四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资料表明，私营企业主在创办企业前有43.4%是企事业单位干部，17.4%是个体工商户，14.2%是工人和服务业员工，10.5%是专业技术人员，9.3%是农民（张厚义，2002：199-247）。他们的工作通常是“全天候”的，其用于社会交往的闲暇时间相对较少。他们的交往范围有可能限于与其有商业关系的相对狭小的圈子内。因此，在讨论对他们而言的重要问题时，很可能提到更少的网络成员和较少的关系种类。这个发现与边燕杰用定位法研究中国城市家庭社会网络资本的结论类似（边燕杰、李煜，2000；Bian,2001：275-296），但是与熊瑞梅关于台湾小资本阶层之社会资源研究的发现正好相反（熊瑞梅、黄毅志, 1992）。①
网络的总体规模从一个方面测量了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丰富与否的程度。传统的社会网络研究还将网络规模分解为非亲属规模和亲属规模两部分，进一步分析个人或群体在这两种网络子规模方面的差异。按照关系的来源划分，非亲属关系是一种获致性关系，是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和投资（包括时间、金钱和感情的投入）而形成和维持的。亲属关系则是先赋性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血缘纽带而产生和维续的。阶层地位的差异必然影响人们和不同角色关系的网络成员的交往机会。同工人阶层相比，处于上层地位的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由于所接受的正规教育普遍较高、经历过较多的职业升迁，因此在学校、工作单位和社交等场合与家庭关系之外的各种非亲属打交道的机会较多，因此有更多的机会与各种非亲属讨论对他们而言的重要问题。这有可能使得其讨论网中包括更多的非亲属成员和非亲属关系种类。相对而言，工人阶层的教育获得是4个阶层中最低的，所经历的职业升迁或变动也是4个阶层中最少的，因此造成他/她们在学校或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等场所建立社会网络的机会较少。与各种非亲属交往机会的多寡是造成专业行政管理阶层讨论网中的非亲属规模和非亲属关系种类大于工人阶层的主要原因。 

白领阶层、小雇主阶层与工人阶层在非亲属规模和非亲属关系种类上没有显著的差别，一方面可能是他们面对着基本相同的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条件所致，另一方面可能与中国阶层结构分化的程度不足有关，主要体现在处于上层和下层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人阶层之间。

为什么各阶层之间在亲属网络规模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呢？可能的解释是，在一个小规模的核心讨论网中，人们是否选择某人或某种角色关系作为社会网络的成员，取决于自我与该人的关系是否密切，以及对该人的信任问题，因为对自我而言重要的问题也许涉及到个人隐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庭和亲属关系一直处在自我社会网络的中心（费孝通，1998/1949）。这个发现也印证了科尔曼（Coleman，1990）所说的亲属社会网络的封闭性，有利于保证规范的维持和信任的巩固，从而使众多的家庭保持持久的团结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亲属之间，存在一种强制推行的信任，为履行义务与实践期待提供了某种约束和保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研究中各阶层之间在讨论网的亲属规模和亲属关系种类方面不存在意义重大的差别了。

关于阶层地位影响讨论网规模与关系种类的基本一致的研究发现，与网络规模与关系种类两个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有关，②虽然关系种类比网络规模所包含的信息更丰富。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在讨论网中所提出的关系种类（包括亲属种类和非亲属种类）较多，是他/她们较多的交往机会和较广的交往范围造成的。相反，工人阶层较少的关系种类，与后者的交往机会较少和交往范围狭小有关。在一个包括工具性、情感性和社交性功能的混合性讨论网中，前者以关系种类为标志的较丰富的社会资本为他/她们达成工具性目标提供了积极的条件。后者相对单一和贫乏的社会资本有可能使其在工具性行动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㈡“结构洞”与交往频率

与此相关的研究发现是：⒈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讨论网中陌生成员的规模大于工人阶层。⒉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与网络成员每日交往的比例低于工人阶层。

一方面，交往机会较多、交往限制较少、交往范围较大的人的讨论网成员之间互不认识的比例较高。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网络成员中的陌生人规模大于工人阶层的结果，直接与前者比后者的讨论网规模更大的事实相关。另一方面，由于每个网络成员的自我社会角色不同，在与自我的沟通中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普通白领有可能与不同的人讨论不同的问题，而工人阶层则可能与某一、两个“关系密切”的亲友讨论所有的问题。比如对于专业行政管理人员而言，他可能与同事研究与自己利益悠关的单位的发展和壮大，与朋友一起休闲、参加社交活动，与亲属讨论情感问题、家庭事物。换言之，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讨论网中陌生成员规模大于工人阶层的事实，意味着前者在社会网络中占据着“结构洞”优势，无论对于传递有价值的信息的传递、还是施加实质性的影响，无论对于情感性问题的解决，抑或工具性行动目标的实现来说，都比工人阶层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至于工人阶层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高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可能与工人阶层讨论网中的亲属比例较高有关（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小雇主阶层和工人阶层的亲属比例分别为40.0%、40.7%、38.0%和42.3%）。较高的亲属比例意味着配偶、子女等核心家庭成员最有可能进入一个人的讨论网。在典型的核心家庭中，多数家庭成员是居住在一起的，因此增加了每天见面和交往的机会。
㈢网络异质性

关于网络异质性，我们得出了如下4个发现：⒈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性别异质性高于工人阶层。小雇主阶层与工人的性别异质性没有差别。⒉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年龄异质性高于工人阶层。白领阶层、小雇主阶层与工人阶层的年龄异质性没有显著的区别。⒊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教育异质性比工人阶层低，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的教育异质性高。小雇主阶层的教育异质性与工人阶层相比没有显著差别。⒋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的职业异质性均高于工人阶层。

作为网络多元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某个人或群体的异质性指数越高，表示某个人或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不同的社会圈子的。同时，异质性指数越高，标志着一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资源越丰富，特别是实现工具性目标时尤其明显。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性别异质性高于工人阶层，说明前者在选择网络成员时，较少受到性别限制，他们对网络成员的选择在性别方面更接近于样本的性别异质性指标。造成上述结果的直接原因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具有较多的交往机会和较广的交往圈子有关。一般而言，在一个规模足够大的社会网络中，成员之间的性别分布更接近于随机概率。工人阶层较低的性别异质性，表明他/她们更可能将其讨论重要问题的对象囿于性别相同的群体之内。

年龄不仅表示人的生命周期的一个特定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年龄通常与工作年限、工作经验和资历正相关。因此年龄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特别在职业升迁、职业流动中重视资历的当代中国社会更为突出。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年龄异质性较高，表明他们的讨论网成员中包括了各种社会地位和社会资历的人，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该阶层社会交往的相对“开放”性。工人阶层较低的年龄异质性则意味着他们经常在自己的小圈子内讨论重要问题，其社会网络相对“封闭”。

工人阶层的教育异质性高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结果，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工人阶层期望与不同教育层次的人交往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或是达成自己的工具性目标。因为在当代中国社会，拥有较高的正规教育学位是晋升上层阶层（比如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一个必备条件（Walder，1995）。另一方面，虽然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交往机会和交往多于工人阶层，但是主要局限在拥有相同或类似教育水平的圈子内。在我们的样本中，教育获得直接与阶层地位相关（Eta=.550，P<.001），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教育异质性较低，也许说明了他们的交往有可能囿于本阶层的范围内。

同工人阶层相比，其他三个阶层的职业异质性均高于工人阶层。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较高的职业异质性与他们较大的网络规模相关（二者的讨论网规模分别为3.52和3.05）。在一个较大规模的社会网络中，自然可能包括从事各种职业的人。而较小的网络规模包括各种职业成员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平均网络规模小于工人阶层的小雇主阶层（二者的网络规模分别为2.95和2.86），其职业异质性却比工人阶层高。可能的原因是，作为一个处在爬升阶段的新兴阶层，小雇主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相对较低，一方面通过结交各种职业地位的人特别是地位较高的政府官员、专业技术人士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希望与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控制者建立联系来发展和扩张自己的实业，达到自己的工具性目标。

结论

阶层地位对以讨论网为主题的人们的社会网络资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阶层结构的两极：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总体网络规模及非亲属网络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前者的关系种类及非亲属关系种类比后者更多元化。小雇主和工人阶层的总体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与工人阶级相比不存在显著的差别。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级讨论网中“结构洞”数量多于工人阶层，专业行政管理和普通白领阶层与网络成员每日交往的比例低于工人阶层。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性别、年龄和职业异质性高于工人阶级。总之，占据优势地位的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拥有更丰富、更有价值的社会网络资本。

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在过去的20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等教育招生考试的重新恢复，不仅改变了许多青年学子的命运，也从国家政策的宏观角度发出了重视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信号。城市就业制度的逐步改革，促进了各阶级、阶层的分化和组合。劳动人事制度的不断完善，为人们在空间、职业、单位和行业之间的流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社会结构的解组、分化和重新整合。中国社会是否分化成界限明显的几个阶级或阶层，至少就我们的资料而言，这种分化还不十分明显。从社会网络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主要体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两个极端。

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结构的机会与限制理论对于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提供了最好的解释，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网络结构差异主要是因其所占据的社会位置所形成的交往机会或限制造成的，我们的结果证明地位较高的阶层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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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原始的分析中，我们还将年龄平方作为控制变项输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年龄平方对于网络构成的各指标的影响基本上不显著，因此在最终的分析中，我们将年龄平方剔除，以使回归模型更简练。


① 造成这个差异的可能原因有二： 第一，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化历史的差异。台湾私有企业的发展至少有40年的历史（截止调查进行时），而大陆私营企业的发展仅有20年的历史。第二，测量方法的差异。熊的亲密网络是通过“最近半年内您与谁曾经发生过抒情（诉苦、告知重大私事）行动，而北京项目所使用的提名问题是“在过去半年，您与谁讨论过对您来说重要的问题？”。使用不同的提名问题，有可能导致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


② 网络规模与关系种类的Pearson相关系数高达0.54（P<.01,双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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